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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奖之后，研究推动其作品传播的英文翻译葛浩文的翻译思想及实

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利科诠释学的视域分析葛浩文的文本翻译，可以发现葛浩文的成功是充分发挥

了利科提出的翻译诠释学的译者主体性，在翻译实践中坚持“语言友好”的伦理原则，努力建构翻译的“译
‘不可译’”的约定性的产物。葛浩文的成功为我们培养优秀的翻译人才提供了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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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２年，中国本土作家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
学奖，他的成功也将人们的目光投到了其作品的
英文翻译葛浩文身上。从１８９５年开始设立诺贝
尔文学奖到现在，获奖的作家大多数都来自于欧
洲和北美。亚洲作家很少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写作的语言问题：他们普遍使
用的不是英、法、德等世界和诺贝尔评选的主流
阅读语言，其作品需要经过翻译才能被其他国家
的人阅读。而语言是诺贝尔文学奖评选的重要
因素，因此好的翻译往往可以成就一个作家。莫
言的大多数作品都由美国著名翻译家葛浩文翻

译成英文，再经由其他译者将英文译本翻译成
德、法等文本。在如今的英法主流阅读市场上，
莫言作品的翻译无疑是中国作家中最多的，也是
最精准的，因此葛浩文的英译本对莫言作品的传
播起到了重要作用。葛浩文目前是英语世界地
位最高的中国文学翻译家，他被汉学大师夏志清
教授誉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之首席翻译家”，同时
还被美国著名作家厄普代克喻为中国现代文学

的“接生婆”［１］。从利科诠释学的视域分析葛浩
文的文本翻译，我们可以找到葛浩文成功的哲学
基础。

在当代西方哲学家中，利科是翻译实践与翻
译理论研究的权威。究其原因，一方面，利科是
胡塞尔德文版的《观念》的法语译者和注释者，这
个经历使利科成为现象学的研究专家，并影响了
其一生的哲学研究。另一方面，利科从诠释学的
视域提出了自己的翻译理论，并出版了《论翻译》
的翻译诠释学专著，给翻译研究带来了诠释学转
向。正如理查德·凯尔尼所言，“利科的思想代
表着作为翻译的哲学和一种翻译哲学”［２］Ｖｉｉｉ。
利科的翻译诠释学是从形而上学的维度对

翻译现象和翻译理论的研究，其基本范畴是翻译
的主客体关系。利科的翻译诠释学强调翻译中
的客体是“文本”，而非“语言”，翻译的本质就是
译者对文本的诠释。翻译的过程是译者在翻译
他者的同时也在生成自我，进行着自我的创造，
同时也关照译文的读者，对读者进行诠释。利科
建议翻译超越“可译与不可译”的理论选择与争
论，转向新的选择———“译‘不可译’”的翻译约定
性的建构。
利科认为，只使用母语进行写作和思想的

人，很难令其作品获得普遍的真理性。原因在于
单纯地去寻求真理的普遍性的愿望受到了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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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及传统文化的限制而产生了局限性。只有
通过在不同语言与文化持有者之间进行思想的

对话，才能在自身的文化中发现他者文化的特
点，并能更好地认识自身文化的特点，可以同时
将相互文化的普遍性和潜力发挥出来。正是在
翻译的实践工作中，开始着对于普遍有效性的
考验。

一、翻译的文本诠释本质

在海德格尔之前，诠释学的学科定位在方法
论领域。在古典诠释学中，作者及原初的意义是
理解和诠释是否成功的标准。在这种视野下，理
解和诠释的重心不是读者，即诠释者，而是作者。
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则发展了诠释学的存在论。
利科则指出诠释学应该是本体论、方法论和认识
论的统一，应该将三者结合在一起，从而为现代
西方诠释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方向。
利科认为诠释学是关于与文本相关联的诠

释过程的理论，文本是通过书写固定下来的言
谈［３］４１。利科通过胡塞尔现象学的意向性方法，
使文本在读者面前获得展示，如此一来，读者与
文本之间的关系就突破了主客体的关系，实现了
两者的融合。因此，在利科的诠释学的哲学框架
里，翻译是以文本为基础，以译者与文本对话为
主的诠释，是译者与文本的融合。这种思想改变
了长期以来翻译的地位，使译者而非作者成为翻
译诠释活动的主体，同时译者的主体性的发挥还
必须与文本相融合，二者是平等的。
翻译是一种诠释，是在另一种文本中重新创

作同一文本。葛浩文所进行的翻译正是这样一
种诠释，他的译本使原作得以在全世界拥有不同
语言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流通，将原作的意义进
行着传播，他经由翻译所创作的新的文本获得了
各种奖项，为原作思想及文化的传播作出了翻译
者的卓越贡献。而与此同时，葛浩文作为翻译，
在译本中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其自身的文化传统

对原作的诠释，这种诠释也得到了广泛的传达。

二、翻译的“语言友好”的伦理原则

传统的西方诠释学者一直到狄尔泰，所进行
的文本诠释都希望能解释清楚文本与理解之间

所必然存在的“历史间距”问题，即文本与解释由
于所处的历史时间的差异，理解肯定会对文本产
生偏见或者误解。这并非主观故意，而是历史间
距存在的结果。所以要想获得对文本正确的诠

释，必须消除历史间距。而利科的观点则不同于
传统的诠释学者，在他看来，文本是理解主体与
写作主体之间进行交流的一种特殊的方式，文本
保留着历史的真实性，理解主体与写作主体正是
在这种距离中进行着有效的交流。好的文本诠
释者不应该从个人主观意愿出发，而应该是从客
观存在的历史间距出发，在文本的写作与理解的
互动之中，将文本从其封闭的历史系统中解放出
来，成为面对读者的开放性意向对象。在这种双
向交流的过程中，读者的主观能动性获得不断的
发挥，读者以此成为自我反思与创造的主体。因
此作为翻译者，既是文本的诠释者，必然带有其
个人创造，同时又是新的译文文本的写作者。好
的翻译应该包含对他者的开放性元素。所有翻
译都包含着自我与他者的对话。对话就意味着
欢迎差异。这就是利科提出的翻译的“语言友
好”的伦理原则。
葛浩文进行中国文学英译的过程遵循的正

是利科所描述的诠释的过程：一方面他作为读者
在诠释他者的文本；另一方面，他作为译者又在
生成自我，进行着自我的创造，成为译文的作者。
因此，作为译者的同时也关照译文的读者，对读
者进行诠释。翻译的过程也是对话的过程，葛浩
文既与汉语文本作者进行着对话，对文本进行着
理解与诠释，同时又与翻译的目的语———英语的
文本读者进行着对话。就如同葛浩文自己说的
那样，好的翻译是再写作的过程。葛浩文认为，
中国作者的著作都是为中国人写的，而好的翻译
要懂得如何给外国人翻译，所以这个过程就是重
新写作的过程。译者对文本作者的诠释过程也
是对他者的理解过程，对原作的弱点及特点都要
有深刻的了解。同时对译文的读者也有深入的
探究，对原作文本和译作的读者所继承的不同文
化有比较深刻的认知。因此，葛浩文不是按照文
本逐字、逐句进行翻译，而是对文本进行整体诠
释后再翻译成目的语，这种整体性译文文本贴近
美国人的审美情趣，引人入胜而更易被读者
接受。
以莫言作品为例，其法文、德文等的译本都

是以葛浩文的英译本为母本进行的翻译，所以葛
浩文的英译文本又成为母本而要面对读者的诠

释，其译者的身份也转变为作者。译文文本无疑
带入了译者的历史，与读者形成新的历史间距。
译者翻译时要关照作者原意、读者喜好、编辑建
议和自己的理解，在其中寻求平衡的难度远远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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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原作者。莫言作品的英译本的成功也与他对
翻译的开放态度有关。葛浩文说：“莫言理解我
的所作所为———让他成为国际作家，同时他也了
解在中国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物，未必在其他国
家会被接受，所以他完全放手让我翻译。”［４］无论
是莫言还是葛浩文，其文本获得的成功都与其对
他者的开放和对差异的包容与接纳的态度有关，
与他们坚持的“语言友好”的翻译伦理密切相连。

三、翻译的“译‘不可译’”的约定性建构

“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问题使翻译研究
从对翻译策略的实践性的具体研究上升为对翻

译性质的哲学本质思考。利科对“可译性”所认
为的人类经验具有相同性，人类语言具有普遍性
的观点产生了质疑。他指出：“文化的亲缘性掩
盖了对等的实质，对等是经由翻译产生的而不是
翻译所预设”［５］３５。利科认为文化的亲缘性是在
长期的文化交流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只有持有不
同语言的主体经历了长期的历史交流，语言之间
的对等才得以实现，这种对等绝非与生俱来的先
验存在。而将“对等”设定为翻译的完美的标准，
则是不实际的。要判断译文和原文之间是否“对
等”，不应该以语言是否“对等”作为标准，而应该
以“意义”对等作为标准，而这种意义的对等，则
需要借助一种与译文和原文相对独立的第三种

文本。
文本的“不可译性”存在于语法、词汇及语音

等各个语言层面。语言的多元性，是翻译无法逾
越的文本的“不可译性”。由此，利科提出了翻译
的“译‘不可译’”的理论。即翻译的成就，亦即翻
译的风险就是对原文的创造性“背叛”。其翻译
就是要将不同语言代表的不同文化的不可译之

物找到可译之物，通过翻译借以建构“可比之
物”，化“不可译性”为“可译性”。从古至今的翻
译的历史实践表明，所谓的语言的“对等”只是一
个两种语言之间是否存在约定性的问题，如果语
言之间具有事先的约定性，那么就是如何进行这
种约定性的运用的问题；而如果原文与译文之间
没有事先的约定性，那么翻译者的任务就是尽力
去建构这样的约定性。这不是语言的绝对“对
等”，而是意义的对等的约定性的建构。由此可
见，真正好的翻译所努力达到的目标应该是没有
同一性的对等，并且即使这样的对等也不是先验
或者 是 事 先 预 设 好 的，而 只 是 人 为 界 定 的
而已［６］６２。

葛浩文的翻译实践正是努力建构英汉两种

语言的“可比之物”，实现翻译的“对等”的过程。
葛浩文说：“我忠实地在为两部分读者服务，这一
信念推动我兴致勃勃地将中国作品译成易读、易
懂、易找到销路的英文书。”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差
异，译者的历史性，文本的历史间距都使翻译过
程中对原文加以改变成为必然。因此对译者最
大的挑战，就是如何在原文的文化与译文的文化
之间找到相似之物，从而建立约定性，这也是评
判译文好坏的一大标准。葛浩文文本翻译能被
广泛承认，正是因为他对汉语所代表的源文化和
译文的英语所代表的西方文化都有深刻的了解，
从而策略性地建立两种语言的约定性，实现翻译
的“对等”。使译文读者能更好地理解和接受中
国文化。如葛浩文所译的莫言的《愤怒的蒜苔》
中的一段原译文比较：
原文：他说：“杏花，你别糟蹋了那根

蒜苔！一根能值好几分呢。”
女儿把蒜苔放在了身边，大声问：

“爹，拔完了吗？”
他笑了笑，说：“要是这么快就拔完，

可就毁了，那能卖几个钱？”［４］６９

葛浩文的译文是：
“Ｃａｒｅｆｕｌ　ｗｉｔｈ　ｔｈａｔ　ｇａｒｌｉｃ，Ｘｉｎｇｈｕａ，”

ｈｅ　ｓａｉｄ，“Ｅａｃｈ　ｓｔａｌｋ　ｉｓ　ｗｏｒｔｈ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ｆｅｎ．”

Ｓｈｅ　ｌａｉｄ　ｉｔ　ｄｏｗｎ　ａｎｄ　ａｓｋｅｄ，“Ａｒｅ
ｙｏｕ　ｆｉｎｉｓｈｅｄ，ｄａｄｄｙ？”

“Ｗｅｄ　ｂｅ　ｉｎ　ｔｒｏｕｂｌｅ　ｉｆ　ｗｅ　ｗｅｒｅ，”ｈｅ
ｓａｉｄ　ｗｉｔｈ　ａ　ｃｈｕｃｋｌｅ．“Ｗｅ　ｗｏｕｌｄｎｔ　ｅａｒｎ
ｅｎｏｕｇｈ　ｔｏ　ｇｅｔ　ｂｙ．”［７］７０

从这短短几行的译文我们就可以看到葛浩

文译文一方面极忠实于原文的精神，即忠实于原
文人物的神态口吻，而非忠实于原文的语言，在
这种忠实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再创造，使译文读起
来流畅自然，符合英语读者的文化习惯。如把原
文“你别糟蹋了那根蒜苔！”译作“Ｃａｒｅｆｕｌ　ｗｉｔｈ
ｔｈａｔ　ｇａｒｌｉｃ”，葛浩文在此并不计较字面表层语言
的对等，而是忠实语言深层意义，在语言转换过
程中做了增、删或改等处理。
葛浩文曾说过，莫言作品最难翻译的部分是

其“乡土味”［８］，也就是文化的特征，因为文化的
历史性，使文本产生的“历史间距”是最难诠释
的。葛浩文长期的中国文学的英译实践使他逐
步确立了两种文化间的“可比之物”，通过增删、
改写等翻译策略最大限度地实现了翻译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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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而莫言作为原作者对其文本的诠释的开放
态度，葛浩文以读者为主体的诠释理念，都使葛
浩文翻译的“对等”确立得更加容易一些。比如，
当葛浩文翻译莫言作品《天堂蒜苔之歌》时，觉得
原文的结尾太过悲观，不合美国人的口味，就和
莫言沟通。最终说服了莫言修改，使得小说的英
文版本呈现出了另一个结尾。

四、小　结

利科的文本翻译理论把西方哲学中的结构

主义、现象学、精神分析学和分析哲学等不同思
想结合起来进行综合性研究，从而推动了现代翻
译诠释学的发展，对当代理论界具有积极的现实
意义。从利科翻译诠释学的视域看葛浩文的文
本翻译，葛浩文的中国文学英译本的成功是有翻
译诠释学的哲学基础的，是利科的翻译诠释学在
实践维度上的极好的证明。在其翻译诠释实践
中，葛浩文充分发挥了其作为读者的主体性，在
翻译中坚持着“语言友好”的伦理原则，在翻译他
者的同时也在生成自我，进行着自我的创造，建
构了翻译之“译‘不可译’”的约定性，不仅使原作

在以英语为主流阅读语言的世界获得了成功，而
且其再创造的译本也使自己获得了创作上的成

功。葛浩文的成功也为中国培养自己的优秀的
翻译人才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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